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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的詩歌與看的詩歌確有不同之處；有時候同一首詩看起來並不覺得好，聽起來
卻覺得很好，筆者這裡想到的是艾青先生的〈大堰河〉；自己多年前看過這首詩，並
沒有注意它，可是在三十四年昆明西南聯大的五四週朗誦晚會上聽到聞一多先生朗誦
這首詩，從他的抑揚頓挫裡體會了那深刻的情調，一種對於母性的不幸的人的愛，會
場裡上千的聽眾也都體會到這種情調，從當場熱烈的掌聲以及筆者後來跟在場的人的
討論可以證實，這似乎是那晚上最精彩的節目之一。
（朱自清 ‧〈論朗誦詩〉）
詩人是最具有豐富的革命熱情的。延安，正像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大批詩人，滿
懷激情投奔而來；
「狂飆詩人」柯仲平來了，以他那噴發的熱情朗誦，激動著聽眾的革命感情。毛
澤東同志也常和大家一起，靜靜地聽著他晚會上的聲如洪鐘的詩歌朗誦。
（《延安文藝叢書 ‧ 詩歌卷 ‧ 前言》）
只要節目單上印著有「紀弦朗誦詩」這五個字，人們就會爭先恐後地搶著去坐前
排以便傾聽我的聲音了。憑了我獨自的音色與音量，再加上感情的真實，思想的正確，
我當眾朗誦我自己的作品，諸如〈在飛揚的時代〉和〈向史達林宣戰〉這一類政治抒
情詩，的確是非常之動人，而也沒有一次不成功的。為了鼓舞民心士氣，在當年，我
想我是盡了最大力量的。
（紀弦 ‧《紀弦回憶錄 ‧ 第二部》）
一、前言
詩之可歌可誦，古今中外皆然，然而將「朗誦」視為「詩」之核心要素，並且
賦予它強烈的「政治」目的，則是始於中國對日抗戰期間。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
橋槍聲響起，中日戰爭，全面開打。這是中國的危急存亡之秋，也是全民動員，投
入救亡大業的關鍵時刻。不同於過往，此一「現代化」的民族戰爭模式，所帶來的，
不僅是前所未有的分裂動盪與破壞傷亡，更在啟蒙意識與民族主義交相為用之下，
催生出許多新興的文藝形式。諸如：報告文學、活報劇、街頭劇、街頭詩、朗誦詩
等。1 其目的，即在於凝聚全民情感，召喚抗敵決心。戰時兵馬倥傯，物資匱乏，
1　 參見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頁 7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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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廣大民眾即時獲得戰爭訊息並且同仇敵愾，此類「新型文藝」，多以通俗易
懂、便於流傳播散為其共通特色。而其中，由個人而群體、從客廳書齋走向大庭廣
眾的「詩朗誦」，以及應運而生的「朗誦詩」與「新詩朗誦運動」，無寧最值得注意。
簡而言之，「詩朗誦」指的是將詩歌誦讀出來的一種行為活動；「朗誦詩」是
重在朗誦的詩歌，屬詩歌類型之一種；「新詩朗誦運動」，則是將個別的詩朗誦「活
動」，普及為一種大眾參與的「運動」。詩歌朗誦之所以由個人活動而成為大眾運
動，「朗誦詩」的出現，應為重要關鍵。2 由於兼括「（聲音的）朗誦」與「（文字）
的詩」兩項質素，「朗誦詩」既是抗戰「文藝」的重要一環，也是「聲音」的「政治」
操演。新詩朗誦蔚然成風，形成一種「運動」，更凸顯出其間的高度政治性。它因
全民抗日而生，抗戰結束後又開枝散葉，在兩岸分立之後的政治現實中風行不輟。
其所特具的「表演」性質，以及對於「聲情」的強調，直接影響了詩歌的美學表現，
卻也因為不斷擺盪在文字、聲音與戲劇表演之間，內蘊著自我定位的質疑。無論是
放在文學發展的脈絡中，抑是置於「聲音」與「政治」的對話關係中，都有許多值
得深究之處。本文就此進行研探，除關注「朗誦詩」之形成脈絡，與它在兩岸分治
之後的發展外，更將聚焦探討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就文藝與啟蒙救亡的關係而
言，「文藝」如何「戰鬥」？「聲音」如何「政治」？二，就「朗誦詩」的形構而言，
「文字」與「聲音」的相互關係如何？「朗誦」如何介入「詩」及「詩論」的建構？
而「聲音」（包括因隨聲音而來的「表演」），又如何在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追求過
程中，凸顯其特殊意義？ 
以下，即先就抗戰時期「新詩朗誦運動」之盛況進行考察，進而將其納入現代
文學發展歷程之中，爬梳從「詩朗誦」到「朗誦詩」的文學實踐與理論建構，並據
以論析：大分裂的動盪時代中，「朗誦詩」是如何在「朗誦」與「詩」的游移拉鋸
之中，為文藝的戰鬥性與聲音的政治性做出見證，既衍生複雜的辯證關係，也為文
學之現代轉型做出見證。
二、戰火中的文學聲音
（一）抗戰期間的「新詩朗誦運動」
七七事變之後，全民投入對日抗戰，藝文界自不例外，詩人們尤其奮勇爭先。
除以筆代槍，頻頻以詩作宣誓抗敵決心之外，更經由大規模的詩歌朗誦運動，對一
2　 陳紀瀅〈新詩朗誦運動在中國〉一文曾指出：「朗誦詩是朗誦運動的催生婆」。《大公報．戰線》，
1941 年 8 月 5 至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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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民眾進行宣傳與教育。本來，「朗誦」運動雖早經左聯倡導，但當時並未受到太
多關注；真正蔚然成風，乃是抗戰爆發，全國文藝界萃聚於武漢之後。當時，在以
《大公報 ‧ 戰線》為首的報刊大力配合推動之下，「不僅一些文藝晚會上都出現
了詩歌朗誦，並且也曾在劇院舉行過詩歌朗誦會，由許多作家、詩人們登臺朗誦，
受到群眾熱烈的歡迎」。「甚至在話劇、電影開幕前和放映以前，都時常有詩人朗
誦他們密地結合著當時的鬥爭形勢寫出來的富有戰鬥性和現實意義的詩篇」。3 此
一運動以漢口為嚆矢，進而迅速擴及全國各地。陳紀瀅曾撰有〈新詩朗誦運動在中
國〉一文，相當全面地描述了當時盛況： 
漢口新詩朗誦空氣因詩人的朗誦實踐呈現著非常熱烈的情況，尤其是當時的
漢口市廣播電臺，幾乎把每次報紙上所登的朗誦詩都廣播了。[……]
朗誦運動由都市深入民間及各戰區，當時的第五戰區在潢川，後移宋埠，臧
克家黑丁領導的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團及金山，王瑩領導的第二演劇隊都經常以朗誦
詩歌為對民眾宣傳的節目。政治部第三廳組織的演劇隊，分發到各戰場上以後，更
把新詩朗誦帶到了最前方，使新詩從智識分子的圈子裡打進士兵及大眾群中。那時
候，我們常常接到服務團演劇隊以及類似的文化團體對於朗誦表演的報告，特別是
在山西河南湖北各省的青年文藝工作者，都於詳細及興奮的結果報告我們知道。4
1938 年 10 漢口失守，「詩朗誦」更形蓬勃。據陳紀瀅之說，「文化中心隨軍
事政治中心後移，重慶成為抗戰的大本營，東西南北戰場更展開活潑深刻的文化戰，
福州，金華，麗水，泰和，上饒，衡陽，長沙，苗江，桂林，成都，洛陽，晉東南
以及每個文化據點，對于詩歌朗誦，都特別提倡並展開了熱烈的運動」。5 於是，從
後方到前線，從戰場到校園，詩歌朗誦幾可謂無所不在。其中，聞一多在西南聯大
文藝晚會上的朗誦表演，激勵千百人心，多少年後，猶為人津津樂道。6
陳時任《大公報》文藝副刊《戰線》主編，藉該刊推廣朗誦詩與詩歌朗誦運動
不遺餘力。7 尤其是 1940 年 11 月 24 日，經陳紀瀅與藝文界等多人共同策劃推動下，
3　  高蘭：〈過去朗誦一點體會〉，收入高蘭編：《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安丘：山東大學出版社，
1987），頁 141。
4　  陳紀瀅：〈新詩朗誦運動在中國〉。
5　  同上。
6　 參見朱自清：〈論朗誦詩〉，《朱自清全集》第 3 卷（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頁
253-54；聞山：〈聽詩朗誦有感〉，收入高蘭編：《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頁 165-70。
7　 在陳紀瀅主導下，《戰線》不僅頻頻刊載標示以「朗誦詩」為名目的詩作，並經由詩人、評論
者與編者間的往來互動，進行詩歌理論探索與歷史勾勒；與此同時，他還為當時最負盛名的朗
誦詩人高蘭舉辦詩歌朗誦會，推出了以高蘭為代表的一大批朗誦詩人，以及配合「文協」成立
詩歌朗誦隊，積極推動「詩朗誦」活動。論者咸以為，《戰線》六年間，用力最勤、成就也最
大的，即在於提倡「朗誦詩」與「詩朗誦」運動。有力地推動了大後方詩歌朗誦運動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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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協」組織的全國文藝詩歌朗誦隊在重慶成立，得到音樂界、戲劇界、電影界鼎
力支持，被視為文藝界一時盛事。1940 年 12 月 7 日，《戰線》以專刊形式，刊出
姜桂圃的〈詩歌朗誦隊成立大會記〉，詳細報導實況；趙渢〈論詩歌朗誦〉，提出
論述綱要；陳紀瀅撰文〈祝詩歌朗誦隊成立〉，稱許他們為「不持槍的詩歌朗誦戰
鬥員」，「每發詩句，不弱於每發子彈」。朗誦隊成立之後，「為了抗戰的共同目標，
為新詩能深入民間，為能喚起奮發精神，為美好的明天而忘我寫作、印刷、分發」，
群策群力，熱情行動，在詩人臧雲遠的追憶文章中可見一斑：
總隊設於天官府七號三樓上，天天辦公，油印詩稿，分送各分隊，各大學紛
紛響應，組織了詩歌朗誦會，一時山城夜夜誦詩朗朗，青年詩歌愛好者，排練背
誦，登臺表演，或在飯廳，或在禮堂，或在操場；詩情高昂，面帶春風，都像過
節似的。柳倩、亞平、方殷聯繫組織，發揮當年詩歌會的幹勁，光未然、高蘭，
則是無形的藝術指導，朗誦示範。而徐遲則是無名英雄，每天一早到天官府來，
一聲不響，只是埋頭伏案刻蠟版，……。
不管是新詩歌派、現代派、這派那派，大家團結一致，不分你吟我唱，共同
為開展新詩的朗誦活動而努力以赴。8
與此同時，毛澤東所在的延安地區，情形也不遑多讓。該區以素有「狂颷詩人」
之稱的柯仲平為首，號召文藝愛好者組織詩歌團體「戰歌社」，成立以來，隨即展
開以「新詩朗誦運動」為中心的工作。此一工作在毛的大力支持下，迅速發展。不
少當事人都提到：戰歌社成立之初，曾於 1938 年 1 月 26 日舉行第一次新詩朗誦會，
當時，為擔心聽眾感覺枯燥，還加入許多演唱各地民歌和小調的節目。儘管許多聽
眾未終場即紛紛散去，活動其實並不成功，但毛澤東堅持到散會才離席，則對主事
者造成莫大鼓舞。9 此後，在柯仲平的示範帶領下，非僅「幾乎每次晚會都有新詩
朗誦的節目」，10 毛澤東更不時主動參與，對詩人朗誦讚美有加。11 演劇隊長征，
詩歌朗誦每每作為開場前的重頭戲，同樣深入了西北邊區。
參見劉淑玲：《〈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141-
51；程豔芬：《重慶版〈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抗戰詩歌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1）。
8　 臧雲遠：〈霧城詩話〉，原載南京藝術學院院刊《藝苑》1983 年第 4 期，後收入高蘭編，《詩
的朗誦與朗誦的詩》，頁 292-306。
9　 分見柯仲平：〈自我批判（根據戰歌社會議記錄）〉、駱方：〈詩歌民歌演唱晚會記〉，俱收
入高蘭編，《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頁 66-7、頁 68。
10　引自駱方：〈詩歌民歌演唱晚會記〉，收入高蘭編：《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頁 68。
11　據柯仲平妻子王琳所述，柯仲平長詩〈邊區自衛軍〉初成，受邀於某晚會朗誦，作為壓軸。毛
澤東主動前往聆賞，對柯詩讚譽有加，並促其儘速發表。參見《柯仲平紀念文集 ‧ 評傳卷》（昆
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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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1940 年 12 月 7 日《戰線》的「朗誦小消息」欄目，特別宣稱：「截至
目前止，詩歌朗誦之領域北起延安，南至香港，東抵金華，西迄西康、新疆」，12 實
可謂漪歟盛哉。論者言及抗戰時期的文化活動時，幾乎一致指出：當時「文藝上最
熱烈反應抗戰愛國情緒的應該是朗誦詩和舞臺劇，幾乎深入到全國每一個角落」。
尤其詩歌朗誦，乃是「自文藝界乃至各種晚會中必然有的一種節目，而蔚為一種風
氣。」13 由此看來，相較於其它文學類型，「新詩」在「詩朗誦運動」的熱烈展開
之下，特別能夠以其跳脫了文字的「聲音」，穿越烽火戰亂，深入廣大民眾，在分
裂動盪的時代之中縈迴流蕩。
（二）「新詩朗誦運動」中的「詩朗誦」與「朗誦詩」
從文學史角度考察，新詩的「聲音」之所以能經由「新詩朗誦運動」被特別凸
顯，在戰爭動亂的時代中播散流衍，並非偶然，它的醞釀發生，其實與五四新文學
以來，「詩」的現代轉型息息相關。而「詩朗誦」由個別的「活動」蔚然成風，成
為一種「運動」，又與另一新興次文類「朗誦詩」的形成互為表裡。
不少學者都曾注意到：文學革新過程中，最為艱困的，就屬新詩。原因無它，
「舊形式破壞了，新形式還未成立」。14「白話詩的傳統太貧乏，舊詩的傳統太頑固，
自由詩派的語言大抵熟套多而創作少」，15 這都使得新詩從形成之初，就在不斷的
摸索嘗試之中依違進退，歧路徘徊。16 而如何藉由「誦讀」──也就是根據其中的
「聲音」特質來尋找新形式，建構新的批評論述，遂成為中國現代詩歌運動發展過
程中，詩人們有心突圍的主要方式之一。
然則，儘管同樣著眼於經由「誦讀」而為發展中的新詩尋找出路，不同背景的
文人與學者，其所提出的實踐方式與詩學理念，卻是大相逕庭。其中，由朱光潛、
朱自清等學者文人所組織的「讀詩會」，與後期創造社和太陽社若干作家所主導的
「中國詩歌會」，便代表了兩種最典型的不同路向。
12　《戰線》，1940 年 12 月 7 日。
13　王壽南：〈抗戰時期的文化活動〉，收入李瑞騰編：《抗戰文學概說》（臺北：文訊月刊社，
1987），頁 28。
14　朱光潛：〈現代中國文學〉，《朱光潛全集》第 9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頁
328。
15 朱自清：〈新詩的進步〉，《朱自清全集》第 2 卷（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頁 319。
16　胡適的第一本新詩集名為《嘗試集》，其中寫於 1916 年的〈蝴蝶〉一詩，應是最早的作品，它
的「五言體」形式受舊詩傳統制約之處，明顯可見。見《胡適作品集 27：嘗試集》（臺北：遠
流出版社，1986），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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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至 1933 年間，朱自清、朱光潛先後自歐洲學成歸國，隨即借鑑留英時參
與倫敦「讀詩會」的經驗，邀集同好，組織「讀詩會」，在北京朱光潛家中定期聚
會讀詩。據重要成員之一沈從文回憶：當時「讀詩會」成員幾乎是「集所有北方系
新詩作者和關心者於一處」，成員包括梁宗岱、馮至、葉公超、廢名、卞之琳、何
其芳、林庚等多人， 
這些人或曾在讀詩會上作過有關於詩的談話，或者曾把新詩，舊詩，外國詩
，當眾誦過，讀過，說過，哼過。大家興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詩在誦讀上
，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詩在誦讀上已經得到多少成功？新詩究竟能否誦讀？
當時長於填詞唱曲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國語體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
法文詩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習德文詩的馮至先生，對英文詩富有研究的葉公
超、孫大雨、羅念生、周煦良、朱光潛、林徽因諸先生，此外還有個喉嚨大，聲
音響，能旁若無人高聲朗誦的徐芳女士，都輪流讀過些詩。朱、周二先生且用安
徽土腔吟誦過幾回新詩舊詩，俞先生還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還用福建土腔同
樣讀過一些詩。17
由此可見，琢磨「新詩」與「誦讀」之間的關係，實為這批以學院教師為主的
文人們共同的興趣焦點。他們以「讀」詩之名聚談，所致力的，乃是藉由各種聲音
形式的實驗，進行新詩現代化；其聚會具有「菁英團體」性質，並不公開，所關注者，
大體聚焦於詩歌的「美學」層面。讀詩會的活動一直持續到抗戰爆發，才告中止。
進行期間，成員們每每將論詩所得，發表於《大公報．文藝副刊》及《文學雜誌》
等報刊，諸如〈新詩的十字路口〉（梁宗岱）、〈從生理觀點論詩的「氣勢」和「神
韻」〉（朱光潛）、〈節律與拍子〉（羅念生）、〈關於音節〉（梁宗岱）、〈節奏〉
（羅念生）、〈音節與意義〉（葉公超）、〈心理上個別的差異與詩的欣賞〉（朱
光潛）、〈新詩的節奏〉、〈新詩中的輕重與平仄〉（林庚）等文，都為「純詩」
的理論建構，做出重要貢獻。18
另一方面，不同於「讀詩會」的菁英取向與追求「純詩」，「中國詩歌會」於
詩歌朗誦身體力行，則是意圖藉此創造「大眾化」的詩歌，讓新文學中的詩歌走入
大眾。此一組織 1932 年成立於上海，發起人有楊騷、穆木天、任鈞、蒲風等，以《新
詩歌》為機關刊物。創立之後，廣州、北平、青島、廈門等地，紛紛成立分會，頗
17　沈從文：〈談朗誦詩〉，《沈從文全集》第 17 卷（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頁 247-8。
18 若往前追溯，藉「誦讀」以進行新詩之現代化的做法，其實早從胡適、徐志摩即已開始；二○
年代，聞一多的住處，也曾有文友多次聚集，舉行過十分熱鬧的詩人讀詩活動。詩人朱湘也曾
撰寫〈我的讀詩會〉，力言「讀詩」之於新詩創作的效益，但以朱光潛「讀詩會」最具持續性
及影響力。相關論述，請參見梅家玲：〈有聲的文學史 ——「聲音」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追求〉，
《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2 期（2011 年 6 月），頁 18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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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聲勢。其意識及作風，實際上繼承了後期創造社及太陽社作家們的革命人生觀和
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他們特別強調「詩歌是社會現實的反映，社會進化的推進機，
應該具備時代意義」。抨擊新月派與現代派逃避現實、粉飾現實，「非加以糾正和
廓清不可」，同時提出「新詩歌謠化」的口號，主張採俗言俚語入詩，以「完成新
詩歌運動」為總目標。19 其所主張的「詩朗誦」，因此是面對大眾的朗誦，「一方
面要將自己的作品直接送到大眾當中去以期獲得特定的效果；另一方面，也為要使
在當時差不多已經完全變成了視覺藝術的新詩歌，慢慢地還原為聽覺的藝術」。20
抗戰爆發之後，此一由大眾著眼，強調「聽覺藝術」，並進一步結合「服務於抗戰」
之現實目的的詩朗誦理念，更是因勢利導，益顯其合理性。任鈞〈略論詩歌工作者
當前的工作和任務〉一文即指出：
詩朗誦這一工作為什麼會被提出而加以實踐呢？這主要地顯然是由於兩種理
由：第一，從詩的本質上說來，詩並不是為了眼睛，而是為了耳朵而創作的，也
就是，正如英國詩人 Bottomley 所說：「詩歌必需能夠被人們朗誦，人們聽得見
，才算得是健全的詩歌。」但是，我們的新詩怎樣呢？無可諱言地，幾乎大部分
都變成了一種「視覺藝術」「啞吧藝術」，而失掉了詩的特質，所以我們要提倡
詩的朗誦，使得詩仍舊回到「聽覺藝術」的本位上來；第二，從詩的效用上說來
，我們也一定要使詩重新成為「聽覺藝術」，至少是可以不全靠眼睛的藝術，而
出現在群眾之前，才能使詩更普遍地，更有效地發揮其武器性而服務於抗戰。因
此，詩朗誦這一工作的提出與展開，在中國新詩運動史上，實在具有劃時代的意
義。21
此一論點，進而直接影響到戰時「朗誦詩」及其詩論的形成。本來，儘管戰時
「詩朗誦」風行一時，但最初多是就既有詩歌進行朗誦，大概除「中國詩歌會」少
數成員外，一般詩人並沒有以朗誦為目的而寫作特定詩歌，「朗誦詩」的名目，也
還未曾正式浮上枱面。甚至於，文藝界對於某些詩作是否要標注「朗誦詩」之名，
原有爭議。22 當時大力寫作朗誦詩歌，並且力主要在詩歌中別立一「朗誦詩」名目
19　《新詩歌》旬刊第一期由穆木天執筆〈發刊詩〉，明確揭櫫要旨：「我們要捉住現實，／歌唱
新世紀的意識」；「工人農人是越法地受剝削，／但是他們反帝熱情也越法高漲」，「我們要
歌唱這種矛盾和他的意義，／從這種矛盾中去創造偉大的世紀」；「我們要用俗言俚語，／把
這種矛盾寫成民謠小調鼓詞兒歌，／我們要使我們的詩歌成為大眾歌調，／我們自己也成為大
眾的一個」。見任鈞：〈關於中國詩歌會〉，收入任鈞著：《新詩話：兩間文藝》（上海：新
中國出版社，1946），頁 123-4。
20　任鈞：〈關於中國詩歌會〉。
21　見任鈞：《新詩話：兩間文藝》，頁 101-2。
22　如林庚、梁宗岱等人，對「朗誦詩」多持保留態度，參見趙心憲：〈「朗誦詩」的文體形式及
詩學闡釋〉，《河北學刊》27 卷 6 期（2007 年 11 月），頁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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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錫金，便承續前說而進一步開展，認為「朗誦的詩和詩的朗誦，是相生相長的，
朗誦詩經過朗誦固然有了憑藉的工具，人們可以從聽覺上接受詩，這給文盲大眾又
得到了他們幾千年前被文學擯棄後所失去的享受。詩更要在朗誦裡，逐漸的吸收更
多的活的語言。這樣，可使它在數千年已經僵死的文字裡解放出來。」因此，他從
一開始即特別提出「可朗誦性」，作為「朗誦詩」的基本要素，試圖為之定調；而「動
的聲音的魅力」，正是它的特色所在：
當開初寫就為朗誦而寫的詩時，我曾考慮過，要不要標明這是「朗誦詩」呢？
因為如果詩都達到可朗誦時，似乎朗誦詩并不能成為一種獨特的形式，無論普遍的
抒情詩、敘事詩、報告詩都可以用朗誦的方法，傳達給大眾聽，就都成為朗誦詩了
。然而仍是決定給表明了叫朗誦詩的，原因是要強調一篇詩的「可朗誦性」。朗誦
必須要讀出來，聽得懂，則朗誦的詩必須在用語上，格律上和我們原有的僵死的文
字的新詩有所不同。朗誦詩的終極該是語言的詩而不是文字的詩，文字僅是紀錄著
而已。
文學有文字的靜的形象的美，而語言卻有它的動的聲音的魅力。23
由此，可以看出：從倡言「詩歌大眾化」，到講求「發揮其武器性而服務於抗
戰」；從著眼於聽眾的「聽覺」，到強調詩作的「可朗誦性」，進而要求詩作之用
語格律必須與原有的新詩有所不同，正是朗誦詩與詩論一路走來，據以形構的主要
徑路。
很顯然地，此一系列發軔於「中國詩歌會」之「新詩大眾化」的朗誦理念與實
踐方式，與前述「讀詩會」迥然不同，兩者之間原無交集。然而，對日抗戰召喚出
全民的民族意識，在抗日救亡的總體目標之下，無論是沙龍中的文化界菁英、學院
中的教授學生，都在烽火流亡途中，步出書齋，走向群眾，並且體認到戰時宣傳教
育工作的重要性。原本聚焦於詩歌美學層面的讀詩會成員們，於是也開始關注並正
視詩歌的現實意義。朱自清的〈論朗誦詩〉一文，即緣此而發，他不僅明確指出：「詩
朗誦」之所以會由個別的「活動」而成其為群體的「運動」，乃是起於抗戰以來迫
切的實際需要──「需要宣傳，需要教育廣大的群眾」，更從詩歌寫作之出發點由
「個人」轉向「群眾」著眼，為「獨立的朗誦詩」之產生，說明緣由：
過去的新詩有一點還跟舊詩一樣，就是出發點主要的是個人，所以只可以「
娛獨坐」，不能夠「悅眾耳」，就是只能訴諸自己或一些朋友，不能訴諸群眾。
戰前詩歌朗誦運動不能展開，我想根由就在這裡。而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不但
廣大的展開，並且產生了獨立的朗誦詩，轉捩點也在這裡。
朗誦詩是群眾的詩，是集體的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群
23　見錫金：〈朗誦的詩和詩的朗誦〉，《戰地》第 1 期（1938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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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他只是群眾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得在群眾當中朗誦出來，得在群眾的緊張的
集中的氛圍裡成長。24
誠然，戰時的朗誦運動與朗誦詩相生相成，不少詩人們開始寫作獨立的「朗誦
詩」，藉此激厲士氣，鼓吹抗戰，詩作中的「群眾性」，無疑是核心要素。當時，
戮力從事於朗誦詩寫作的詩人高蘭，甚至特別撰寫〈展開我們的朗誦詩歌〉，以朗
誦詩的形式，號召詩人投入朗誦詩寫作，恰可與朱自清之說相參互證：
新時代點起了新的烽火，／這烽火照耀著祖國的山河！／來吧！詩人們！／
展開咱們朗誦的詩歌，／全民的抗戰裡有你也有我。
一分一刻，／我們都不能空空的放過，／隻言片語，／也不該離開大眾的生
活。／我們不需要少數的聰明讀者，／我們要使每個人明白他的職責，／推動，
參加，／這神聖的抗戰的洪波。
詩人哪！／救亡的朗誦詩歌，／它需要每一個有熱血，／有正義的讀者和作
者，／使它／廣大的展開／廣大的傳播／與全民族抗戰的步調相配合！
惟有朗誦的詩歌，／才是我們的詩歌，／惟有朗誦的詩歌，／它才不再僅是
嘆息花飛和葉落，／惟有朗誦的詩歌，／它才能不再是剖白自我的吟哦，／它是
／奴隸們怒吼的喉舌，／它是／爭取民族解放，／抗戰的隊伍中，／文化的鐵甲
列車！ 25
「全民的抗戰裡有你也有我」、「惟有朗誦的詩歌，／才是我們的詩歌」，體
現出的，正是「朗誦詩是群眾的詩，是集體的詩」。而「我們」，也因此成為朗誦
詩的發言主體，義正辭嚴地宣誓著集體的意志與情感。
三、「戰鬥」如何「文藝」？「聲音」如何「政治」？──朗誦詩的修辭策略與內
在張力　
「朗誦詩」蔚興於抗戰烽火之中，藉由音聲傳播之便，被賦予了宣傳教育的任
務。這使它從一開始，便以「戰鬥」的姿態出現；它的書寫，也因為不斷強調「聲音」
的重要性，而內蘊著「（朗誦的）聲音」與「文字的（詩）」之間的相互頡頏──
在此，我們要問的是：究竟是聲音左右文字？還是文字規範聲音？而它又是如何在
文字與聲音的交相為用之下，進行抗戰救亡的政治任務？
24　朱自清：〈論朗誦詩〉。
25　高蘭：《高蘭朗誦詩》（新輯）（重慶：建中書局，1942），頁 36-41。按，全詩凡九節，這
裡引錄全詩開始與結尾各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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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以朗誦詩著名的詩人，包括田間、艾青、錫金、高蘭、柯仲平等。其中，
尤以高蘭與柯仲平最具代表性，二人並有「北柯南高」之稱。原因是：二人不但專
力寫作朗誦詩，並且往往自己登臺或走向廣場，親自朗誦。1937 年 10 月 19 日，
雲集武漢的各地文藝工作者紀念魯迅逝世週年，就是以高蘭所作的〈我們的祭禮〉
一詩代替祭文，由著名演員王瑩在紀念大會朗誦，受到各界矚目。此一詩朗誦活動，
幾乎被視為戰時新詩朗誦運動的開端。柯仲平在延安倡導詩歌朗誦，多次在毛澤東
面前激情演出，受到高度讚賞。因此，以下主要即以二人之作為例，輔以相關詩論，
探析朗誦詩的修辭策略。
無疑地，如何根據感官（聽覺）需要，尋繹出適於朗誦的詩歌寫作原理，乃是
抗戰時期詩論的重點。錫金、李廣田、朱自清，徐遲、林庚等，都曾就此多所討論。
其中，李廣田列舉戴望舒〈秋天的夢〉、臧克家〈老馬〉與何其芳〈我為少男少女
們歌唱〉三首詩予以比較，以論證文字內容對於聲音的限制，最是具體明確。他指
出：〈秋天的夢〉的情調寒冷憂鬱，「叫人沈下去」，「簡直讀不出」；〈老馬〉
表現普遍的人道主義思想，讀詩效果，優於〈秋天的夢〉，但也未必適合朗誦。何
其芳的詩作歌唱早晨、希望、未來，是「快樂興奮的調子」，「這樣的詩當然可以讀，
而且可以高聲讀」，但是否適合在群眾面前朗讀，他卻多所保留。理由是，詩人只
為「少男少女」歌唱，不夠波瀾壯濶。倒是最後，他舉出了一首十四歲無名少女的
詩作〈他們在控訴我〉，認為那才是最好的朗誦詩──原因無它，她不只是為了某
些人而歌唱，卻是為了工人農人，為了人民，「它不歌唱未來，歌唱快樂，卻是歌
唱血淋淋的現實，歌唱不顧死活的行動」。26
顯然，在李廣田看來，詩的內容與文字決定了形式，也限制了誦讀時的聲音表
現。詩作是否具有「政治性」與「公眾性」，將是能否施之朗誦的關鍵。以「聲音」
來達致「政治」的效果，則是其最終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由詩歌的語彙使用和語言形式著眼，強調「文字」與「聲音」
之間的交相作用，論述尤為精要。他說：
朗誦詩的聽眾沒有那份耐性，也沒有那樣工夫，他們要求沉著痛快，要求
動力 ——形象化當然也好，可是要動的形象，如「炸藥桶」、「導火線」；靜的
形象如「軸心」、「堡壘」、「巨繩」，似乎不夠勁兒。
對話得乾脆，句逗不能長，並且得相當勻整，太參差了就成演講，太整齊了
卻也不自然。話得選擇，像戲劇的對話一樣的嚴加剪裁。……劇本在演出裡才完
成，朗誦詩也在朗誦裡才完成。這種詩往往看來嫌長可是朗誦起來並不長；因為
26　李廣田：〈詩與朗誦詩〉，收於簡鐵浩編：《朗誦研究論文集》（香港：嵩華出版公司，
1978），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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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是在空間裡，聽是在時間裡。27
朱的論述，凸顯了「聲音」和「文字」之間的辯證關係：（時間裡的）語言聲
音要求，規範了（空間裡的）詩作文字琢磨；「詩」必得要經由「朗誦」，才得以
完成。然而，「炸藥桶」、「導火線」較諸「軸心」、「堡壘」、「巨繩」更適於
朗誦的事實，卻又提醒我們：文字意象或意義，是如何左右了「聲音」的演出效果。
檢視實際詩作，此說堪稱的論。抗戰之初，高蘭〈是時候了，我的同胞〉召喚
全民抗日，正是以充滿力動的形象，乾脆勻整的句式，為李、朱之說做出最佳印證：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敵人的飛機大炮，／又大舉屠殺我們來了！／我們
早已是炸裂的火藥，／還禁得住這樣的燃燒？／爆炸！／爆炸！／爆炸了吧！／
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喲！／假如你還不曾把恥辱忘掉，／假如你還不再想作苟
且偷生的膿包，／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28
除此而外，彼時朗誦詩以「抗日」為主要訴求，整體看來，其內容取材，或號
召全民奮起，宣誓抗戰決心；或懷想故土家園，弔祭罹難親朋；或頌揚戰士英勇、
詠讚領袖英明；或動之以人性人情，號召敵軍來歸，看似不一而足，然而作為以「文
字」書寫的「朗誦」詩，除了用語大眾化、口語化，並注意節奏用韻之配合外，其
書寫模式，至少包括以下幾項特色：一，多以「群眾」（我們）為發言主體；二，
訴諸情感的戰鬥意識；三，兼具對話性、戲劇性與表演性。
其中，以「群眾」（我們）為發言主體方面，除前引高蘭〈展開我們的朗誦詩歌〉
之外，另如〈咱們立下最後的誓言〉、29〈這裡不是我們的樂園〉30 等，其「群眾」
立場，從題名即已昭然若揭。此外，訴諸各種親情、愛情、鄉情、家國之情，藉以
召喚戰鬥意識，再加上經營對話性、戲劇性、表演性，以拉近與讀（聽）者的距離，
增強效果，亦是顯而易見的手法。其中，「呼告」式的語氣、「排比」、「複沓」
式的句法運用，以及通篇結構採取類似於「賦」的鋪排式敘寫，乃是慣用的修辭策
略。如高蘭曾撰有〈日本的勞苦大眾戰鬥員〉一詩，旨在對日軍動之以情，勸募其
不要再為日本軍閥效命，反正來歸，主要即是採「呼告」手法：
來吧！我們歡迎你／日本的勞苦大眾戰鬥員！／對你們我們有無窮的嘆惋，
／對你們我們是不盡的哀憐；／你們背井離鄉，／辛苦的來自大海的那一邊；／
27　朱自清：〈論朗誦詩〉。
28　高蘭：《高蘭朗誦詩》（新輯）。
29　高蘭：載於《戰線》，1938 年 12 月 11 日。
30　高蘭：載於《戰線》，1939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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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妻離子散，／拋棄了故國的可愛的田園；／田園哪！／那碧綠的田野他多麼
鮮豔？／紅了的櫻花開得多麼燦爛？／櫻花下的往事啊！／可曾被春風吹散？／
田野中的歲月，／你怎能不留戀？／在那裡生，／在那裡長，／在那裡住過了若
干年 [……]31
「來吧！我們歡迎你／日本的勞苦大眾戰鬥員」於首尾反覆出現，亦造成「複沓」
效果。此外，高蘭當年膾炙人口的〈我的家在黑龍江〉更是綜合多種手法，堪稱朗
誦詩的典型之作：
你的家呢，老鄉？／在吉林？／在瀋陽？／在萬泉河邊？／在鴨綠江旁？／
在松花江上？／或者是赤峰口圍場？／還是熱河的朝陽？
我的家呀！／我的家在興安嶺之陽，／在黑龍江的岸上；／江北是那遼濶而
自由的西伯利亞，／江南便是我生長的家鄉。
天哪！九一八！／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炮，刀槍，／擊碎了這老實
的夢想，／搗毀了多少年的希望！／這個日子永生也不能忘；／日本鬼子打進了
瀋陽，／攻下了吉林，／更佔據了黑龍江！／從此！／完了！／完了！／我的兄
弟爹娘，／我生長的家鄉，／雖然／依舊是冰天雪地，／依舊是山高水長，／可
是，／三千萬人民成了牛馬一樣，／雪原成了地獄，再沒有天堂！／被奸淫！／
被擄搶！／被屠殺！／被滅亡！／然而，荒莽的人，／有著荒莽的力量，／那力
量因了熬煎，／因了苦難，／更為加速度的成長！ 32
此詩長達數百行，所引的前兩段，是全詩開篇，藉鄉親問答方式，引出對自己
家鄉的懷念，「在吉林？／在瀋陽？／在萬泉河邊？／在鴨綠江旁？／在松花江
上？」，即是兼具協韻效果的「排比」；之後一一細數家鄉山川物產，多方鋪敘人
情風物，以見其豐美和樂，近似漢代賦作。「天哪！九一八！」，則是全詩轉折的
關鍵點，以「呼告」式的語氣，強化敵軍凌虐家鄉的悲憤，因此繼而凸顯者，便是
人民前仆後繼，流血奮戰的慷慨壯懷。
這類手法，特別著重情感的渲染，施之於朗誦，更能夠經由聲音的抑揚頓挫，
造成感盪人心的效果。高蘭朗誦詩之所以在抗戰時期風靡大眾，並經由電臺廣播一
再播送，自是良有以也。
基本上，前述的修辭策略是為戰時朗誦詩書寫的主流。至於以柯仲平為首的延
31　高蘭：《高蘭朗誦詩》（新輯），頁 85-95。按：事實上，真正的日本戰鬥員是否有機會聆聽
（以及聽懂）此一朗誦，實在令人不無疑慮，此詩與其說是為日軍而寫，不如說是為自己而寫。
如論者所言：「作者、聽者（詩者）都需要從詩的朗誦找到情感宣泄、交融，當民族危難之際，
為抗戰吶喊、并以吶喊自身也成其戰鬥的方式之一」。參見周良沛：〈高蘭卷 ‧ 卷首〉，《當
代新詩庫》，頁 13。
32　高蘭：〈我的家在黑龍江〉，《戰線》，1939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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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朗誦，則更近乎早先中國詩歌會的作法：採俚言俗語，用類似民歌謠詞的方式，
貼近地方人民。就其備受毛澤東讚賞的的名作〈邊區自衛軍〉為例，該詩以長篇敘
事詩方式，演示邊區軍人韓娃如何智勇雙全，英勇抗日。它是這樣開始的：
左邊一條山，／右邊一條山，／一條川在兩條山間轉；／川水喊著要到黃河
去，／這裡碰壁轉一轉，／那裡碰壁彎一彎；／它的方向永不改，／不到黃河心
不甘。33
正因為此類作法深具歌謠趣味，施諸朗誦，偶或逕藉由民歌曲調來進行──換
言之，它已經不純然是言語的誦讀，而近乎於歌謠的演唱了。34
事實上，「朗誦」與「歌唱」雜揉的情形，早在光未然譜寫《黃河大合唱》時，
就已出現；朱自清談及戰時朗誦運動進行實況時，也曾提到：「這朗誦運動雖然以
詩歌為主，卻不限於詩歌……。假如戰前的詩歌朗誦運動可以說是藝術教育，這卻
是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對象不用說比藝術教育的廣大得多，所以教材也得雜樣兒
的；這時期的朗誦會有時還帶歌唱」。35
不止於此，由於「朗誦詩」必得經朗誦者誦讀，這又使它與「戲劇表演」之間
多所交集。戲劇家洪深撰有《戲的唸詞與詩的朗誦》一書，將兩者相提並論，甚至
大半篇幅談的都是「朗誦」，即是一證。徐遲撰有《詩歌朗誦手冊》，著重的也是
朗誦技巧與誦詩場合的配合效果。1938 年 1 月延安詩歌朗誦會未盡成功，與會者自
我檢討，認為「太強調了朗誦中的動作與姿態」，是為失敗原因之一。36 此一現象
所意味的，事實上是「詩朗誦」與「朗誦詩」在刻意追求政治效果的同時，自我內
部所蘊含的張力及不穩定性格。它促使我們思考：「朗誦詩」著重的，應該是「朗
誦」，還是「詩」？「詩朗誦」所欲凸顯的，究竟是詩歌文字的「聲音」，還是伴
隨聲音而衍生出的「戲劇表演」？ 
四、擺盪在「詩」與「朗誦」之間──兩岸朗誦詩的戰後開展及其衍異
1949 年，內戰失利的國民政府渡海來臺，兩岸分立，自此開始。彼岸「放聲
歌唱」，歡慶新國家的誕生；此岸則生聚教訓，意圖收復失土，再造山河。在此形
勢之下，朗誦詩與詩朗誦活動遂並未隨抗戰結束而終止，反而開枝散葉，在兩岸各
33　柯仲平：《柯仲平文集 ‧ 詩歌卷》（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304。
34　參柯仲平之說：《柯仲平文集 ‧ 詩歌卷》，頁 135。
35　朱自清：〈論朗誦詩〉。
36　見柯仲平：〈自我批判（根據戰歌社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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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展，為分立後的政治現實做出見證；其間對照，頗饒趣味，其似異而實同的衍
異，亦或可為前述提問，提供另一觀照面向。
大陸方面，「北柯南高」依然持續朗誦詩寫作，然誠如謝冕所指出的，「全中
國的詩人滿心歡喜地迎接了這個新時代」。「這是放聲歌唱的年代，『凡是能開的
花，全在開放；凡是能唱的鳥，全在歌唱』」。五○年代是一個崇尚「頌歌」的時代，
「有的詩人甚至認為文學和詩歌的重大使命就在於歌頌領袖」。朗誦詩於是化慷慨
戰鬥為激情頌讚，歌頌領袖，歌頌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故事，遍及全國。柯
仲平的〈我們是新生的力量〉、〈創造工業國，工人敢保險〉、〈高舉著我們的五
星紅旗〉、〈永遠跟著毛澤東〉、〈要為那更大的勝利去鬥爭〉，37 高蘭的〈向工
農兵勞模致敬〉、〈我的生活，好！好！好！〉、〈英雄的朝鮮，讓我們向你致敬
祝賀〉、〈沸騰的歲月，沸騰的城〉等等，38 詩題本身，即已充分傳達「頌歌」訊息。
新一代詩人賀敬之、郭小川等繼起，郭的〈投入火熱的鬥爭〉、〈閃耀吧，青春的
火光〉、〈十年頌歌〉，賀的〈回延安〉、〈放聲歌唱〉，都是當時的詩歌經典。
此類「政治抒情詩」成為詩歌書寫主流，更是朗誦會主角。39 此外，「人民廣播電
臺經常廣播詩朗誦節目，上海的一些著名的話劇、電影演員也把朗誦詩作為聯繫群
眾的一個方法，經常在群眾集會中朗誦」，而 1958 年的「新民歌創作運動」，更
是以風起雲湧之姿，將朗誦詩深入到廣大群眾之中。40
更有進者，一方面，朗誦詩以「我們」為發言主體的書寫特色，已普遍滲入當
時的大部分詩作，造成「抒情主體的位移」──「小我」轉化為「大我」：一個為
了代表無限廣大的「集體」而存在著的虛擬個體。另一方面，戰時延安發展出的文
藝路向，更導引著新中國的詩歌發展。諸如：向豐富的民間歌謠學習，採取工農兵
所喜聞樂見的形式等。41 五○年代後期的「新民歌運動」之所以鋪天蓋地而來，亦
是職此之故。而也正是在這一層面，我們不妨再回到柯仲平。
柯仲平素有「狂飆詩人」之稱，早年即以「朗誦」聞名，延安時期，更是每每
在各類集會中身先士卒，當眾激情朗誦自己的詩作。「保衛延安」期間，曾奉命輾
37　俱見《柯仲平文集 ‧ 詩歌卷》。
38　俱見高蘭：《高蘭朗誦詩選》（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6）。
39　謝冕指出：「在重大的的政治性集會上，在節慶日的朗誦會中，在報刊和機關團體的出版物上，
都有它的身影。那個年代盛行大型的現場朗誦，而政治抒情詩則是朗誦會的主角」，引自〈為
了一個夢想── 50 年代卷導言〉，收入洪子誠主編，《中國新詩總系 ‧ 導言集》（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158-95。
40　參見姚奔：〈詩歌朗誦大有可為〉，原載《光明日報》1963 年 4 月 6 日，後收入《詩的朗誦與
朗誦的詩》，頁 201-4。
41　參謝冕：〈為了一個夢想 ── 50 年代卷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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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於不同的部隊團體之間，放聲朗誦〈保衛毛主席〉，進行戰鬥動員：
從河東，到河西，／我們趕來保衛毛主席；／我們知道我們的任務最光榮，
／路上沒有一個掉隊的！
從 河 東， 到 河 西， ／ 我 們 趕 來 保 衛 陝 甘 寧 邊 區， 就 是 保 住 黨 中 央 毛
主席！…… 42
柯習採俗語俚詞入詩，取法民歌的作法，原本即是延安文藝的主流正宗。據前
引〈邊區自衛軍〉及〈保衛毛主席〉，即可見其詩風之一斑。然而耐人尋味的是，
這一取法於民歌的朗誦「詩」作，卻在「朗誦」之際，逐漸產生了趨向於民「歌」
的位移。以柯的〈創造工業國，工人敢保險──為中國工人慶祝中國共產黨二十八
周歲作〉一詩為例，該詩一開始即頌揚共產黨領導工農翻身，繼而強調工業發展，
最後則以齊聲高喊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作結，文字通俗平順，易於上口。
但詩後，作者卻添加了以下這段說明文字：
這詩，可以用很自由的快板調子來朗誦，還可以用大鼓、墜子這類調子唱。
用工人中流行的某些調子來唱，可能更合適。不合適的地方可以改。這首詩，願
工人同志們當做一份小小的禮物收下。43
為了獻給工人同志，詩人的詩作不但可以「用工人中流行的某些調子來唱」，
而且「不合適的地方可以改」，這已經不只是「詩」的徹底「大眾化」，甚至還在
大眾化的同時，把「詩」的「文字」主體也給「去化」掉了。
與此同時，臺灣的詩朗誦與朗誦詩，則是隨著張道藩、陳紀瀅等當年國府文藝
政策的主導者與推動者，一同渡海來臺。原因是，「宣傳」與「教育廣大群眾」，
不僅是抗戰時期的實際需要，對於內戰失利、退守臺灣的國府而言，同樣是當務之
急。朗誦詩的大眾化特質，詩歌朗誦的易於深入群眾，都使得它再次被賦予戰鬥的
任務。尤其是，陳紀瀅幾乎把當年主編《大公報 ‧ 戰線》的模式，一併帶到臺灣，
影響五○年代初期臺灣的報刊編輯甚鉅，也因而造成彼時詩朗誦與朗誦詩風行一
時，幾乎成為文壇主流。箇中細節，我已有另文討論，茲不贅。44 在此僅試圖指出
臺灣「反共」朗誦詩對於抗戰朗誦詩的承襲，與自我衍異。
事實上，抗戰時期的重要朗誦詩寫手都留在中國大陸，五○年代臺灣朗誦詩的
42　柯仲平：〈保衛毛主席〉暨詩後說明。《柯仲平文集 ‧ 詩歌卷》，頁 110-2。
43　《柯仲平文集 ‧ 詩歌卷》，頁 135。
44　請參見梅家玲：〈《大公報．戰線》與五○年代臺灣的「朗誦詩」〉，《中國文學學報》第 3
期（2012 年 12 月），頁 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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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包括鍾雷、紀弦、葛賢寧、符節合、張自英、王藍等多人，除紀弦於上海時
期早享詩名外，多屬詩壇新人，其中尤以鍾雷最具代表性。綜觀當時詩論與這些詩
人的修辭策略，大體上都不脫抗戰時的既定格局。1951 年，青年朗誦詩人鍾雷出版
第一本詩集《生命的火花》，陳紀瀅親自撰跋，文中即追溯朗誦詩的抗戰淵源，並
強調它「在自由中國臺灣」的重要性：
朗誦詩倡始於抗戰初起，到重慶後，才大發達。詩的朗誦運動由社會普遍到
部隊、學校、農村和各個角落的任何集會，其影響之大，感人之深，不亞於任何
一種文藝作品。在宣傳上，它有文字與聲音的雙重作用；在藝術上，它是一種最
通俗化的形體。兼有戲劇、音樂、美術、文學的綜合美。在抗戰時期，我們曾用
他發揮很大效能，打敗了暴日；在自由中國臺灣，我們更要用它喚醒每個人的心
靈，激起每個人的感情，打回大陸，擊潰匪黨！ 45
1952 年，鍾雷在《文藝創作》發表〈詩 ‧ 朗誦 ‧ 朗誦詩〉長文，堪稱當時最
具代表性的朗誦詩論，以之對照於前述抗戰時期各家之說，幾可謂如出一轍：
我們這一代的詩，不僅要從「象牙塔」裡走出來，從「沙龍」裡走出來，不
僅要走向「十字街頭」，而且要走向軍營，走向前線，走向工廠，走向鄉村，走
向更廣大的地區和更多數的群眾；不僅要讓懂詩的人讀，而且要讓不懂詩的人唸
，不僅要讓識字的人看，而且要讓不識字的人聽。我們這一時代的詩，為了達成
他的任務，要從文藝功用進而發揮宣傳與教育的效能；因之，今天的詩，在作者
與欣賞者之間的媒介，也不妨（或可以說是必需的）；從視覺改為聽覺，從文字
演變為聲音，從思索的領悟發展到直觀的接受，從少數人的分別閱讀，進行到廣
大群眾集體的同時欣賞；也就是說，我們應該用詩的「朗誦」方式，把詩預期得
到的效能與成果，擴展到我們能力所能達到的地區和群眾裡去！ 46
至於詩作書寫，同樣沿續著戰時高蘭已經樹立的若干模式，諸如：以「我們」
為發言主體、以訴諸情感的言語鼓吹戰鬥意識，以及為考慮朗誦效果，藉由兼具對
話性與戲劇性形式組織詩作等。其中，葛賢寧的〈給解放軍〉，對共軍動之以情，
召喚其倒戈來歸，共同與國軍光復大陸河山，實與高蘭呼告日軍棄械的〈日本的勞
苦大眾戰鬥員〉若相彷彿；鍾雷的〈懷念大陸〉，也與〈我的家在黑龍江〉差堪比擬。
不過，為刻意追求效果，致力於朗誦活動時之聲光化電，則較抗戰時有過之而無不
及。不少文友都提到，當年在臺成立的「文協」與中國青年反共聯合會藝術工作隊
及臺灣廣播電臺等單位合組了一個「自由中國詩歌朗誦隊」，期藉詩歌的感人力量，
45　陳紀瀅：〈關於朗誦詩──跋鍾雷《生命的火花》〉，《中央日報 ‧ 副刊》，1951 年 10 月 17 日。
46　《文藝創作》第 16 期（1952 年 8 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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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強文藝的宣傳教育作用。演出時，每每依據詩作內容，配以音樂、燈光、服裝、
和佈景，收到了圓滿深切的「演出效果」。47《軍中文摘》更曾記述：1953 年 11
月 26 日，時逢社教運動周，青年服務社總幹事宋膺主持一場詩歌朗誦會，據稱「為
五四運動以來之空前盛舉，暨分國語及方言兩種朗誦」，
臺上除配有燈光佈景音樂外，並懸掛配有電流之大幅中華民國大地圖，當開
始朗誦到某省方言朗誦時，某省地圖即發出燦爛之電光，以增強聽眾之理解。48
更有甚者，鍾雷撰寫〈懷念大陸〉，該詩首段先點明：「不盡的雲山悠遠，／
無邊的大海蒼茫；／在那遙遠而又臨近的彼岸，／是我們的大陸故國，／有我們的
田園家鄉。／啊！大陸──／妳往日曾是錦繡天堂，／而今卻是遍體創傷」，「我
們朝朝暮暮的懷念，／我們時時刻刻的嚮往，／懷念大陸的山河，／嚮往故國的風
光。」再分別以「我們懷念那首都南京」、「我們懷念那故都北平」、「我們懷念
那──／革命策源聖地的廣州」等句式，作為其後各段起始的領句，進而發抒對於
各地風光的懷想與詠讚，寫氣圖貌，極盡鋪排之能事。所書寫的地區，還包括「武
漢三鎮」、「華北經濟樞紐的天津」、「西北古都的西安」、「東北重鎮的瀋陽」
等多處。但令人錯愕的是，全詩最後，竟然出現了這樣的一段附註文字：
此詩可配合以大陸風光照片製成之幻燈或影片朗誦；視材料之多少，此詩字
句亦可酌予增刪。49
為了配合「詩朗誦」時視聽材料的多少，詩人苦心磨琢的詩篇，竟然可以被「酌
予增刪」。此一情形，對照於前述柯仲平將詩作歌謠化，與「不合適可以改」之說，
亦可謂相互輝映。如此，擺盪於「詩」與「朗誦」之間，「朗誦詩」的主體定位，
益形曖昧不明；無論是「詩」作的「文字」，抑是「朗誦」的「聲音」，都不免於
支離破碎。發展變化至此，恐怕真要教許多嘔心瀝血於詩歌藝術的創作者，無「聲」
以對。
五、餘論：「詩朗誦」與「朗誦詩」的文學回歸（？）
放在「文學史」脈絡中考察，詩之可歌可誦，自古皆然；基於「聲音」與「文字」
47　 鍾雷：〈詩與朗誦〉，《中央日報 ‧ 副刊》，1960 年 10 月 12 日。
48　《軍中文摘》第 57 期（1953 年 12 月）。
49　《文藝創作》第 34 期（195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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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互辯證而促成文學體式之新變的情形，原也其來有自。然而「朗誦詩」與「詩
朗誦」的蔚興，卻是在現代民族國家戰爭背景下所形成的嶄新藝文形式。聲音的即
時性加上詩歌的感性動能，經由電臺廣播、現場群聚，所造成的效果，確乎比文字
閱讀更能凝聚民心。為了召喚出為國效忠的昂揚情感，它凸顯並誇大「聲音」的「政
治」性格，逕自發展出一套以鼓吹「戰鬥」為尚的修辭策略，以及具有法西斯式意
味的「聲音表演」，既見證了大分裂時代的離亂動盪、文學與政治的糾纏拉鋸，也
以其本身的演繹折變，體現出文學發展過程中，「文字」、「聲音」、「表演」之
間相互辯證拉鋸的曲折歷程，在文學的「現代性追求」歷程中，自有其一定的時代
意義。
然而，戰鬥的文藝，聲音的政治，固然於非常時期風行一時，畢竟難以行之久
遠。為追求政治目的，詩朗誦「運動」與「朗誦詩」從一開始，自身就內蘊著不穩
定的因子，以致於一路行來，終不免要在文字、聲音與戲劇表演之間不斷游移擺盪，
自我質疑。而當時移勢易，旨在戰時作為宣傳教育之用的、具有強烈戰鬥意識的「詩
朗誦」與「朗誦詩」，又將何去何從？本文最後，將以徐遲為例，對此略作回應，
並提出可能的後續思考。
徐遲原是抒情詩人陣營中的一員，抗戰期時全力投入朗誦運動與朗誦詩寫作。
重慶文協成立詩歌朗誦隊，他協助散發詩稿，「每天一早到天官府來，一聲不響，
只是埋頭伏案刻蠟版」；1941 年與 1942 年在桂林分別出版朗誦詩集《最強音》與
論述專著《詩歌朗誦手冊》，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貢獻良多。文協紀念魯迅晚會，
徐遲參與表演，負責朗誦《狂人日記》，認真用功，不但熟背全文，而且「深入角色，
打扮個瘋人的樣子，滿臺走動，賣勁呼喊，兩手比劃，普通官話帶著英語的音調」。
事後，還因此被在場聆賞的朗誦詩人高蘭謔評為「好像不是朗誦《狂人日記》，而
是狂人在朗誦日記了」。50 而可堪注意的是，如此一位深入於朗誦運動與詩歌大眾
化寫作的驍將，卻在詩集《最強音》增訂版的跋文中，開始了對自己朗誦詩書寫的
反思：
這《最強音》從詩緘默到詩朗誦的過程之初，我怎樣苦惱地寫一些說得出來
的口語化的詩，拋棄了許多美麗的，對知識分子實在能傳達美的感覺的字彙與表
現。因之，有一個早晨，和艾青一起念舊作《明麗之歌》時，方才發現以前寫的
詩倒有詩意，而《最強音》這一套應該搖一百個頭，嘆一百口氣，豈有人民大眾
要聽這樣的東西的！ 51
50　見臧雲遠：〈霧城詩話〉，收入《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頁 293-306。
51　〈《最強音》增訂版跋〉，《詩》第 3 卷第 3 期（194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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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他以史綱為筆名，為文評論高蘭的朗誦詩集，進而對新詩朗誦運動
做出了如下結論：
「朗誦詩」的理解有一個時期曾是為街頭，為群眾大會的朗誦而寫的詩。這
樣理解的時期已經產生了高蘭的詩。現在我們看到了現實情況之不同了。朗誦詩
應理解為愛詩歌者用以朗誦給自己及自己的少數朋友，或，更主要的，在小規模
的集會，紀念週，晨會與晚會上，詩歌工作者用以朗誦給他們的同事同僚聽，朗
誦詩現在應是為這樣而寫的詩。事實上，它首先該如是的理解的。52
讓詩朗誦「運動」回歸到單純的「活動」，讓「朗誦詩」成為愛詩者用以朗誦
給自己及少數朋友而寫的詩，是否將是它較為適合的出路？四○年代初，徐遲曾試
圖如是理解。53 而今，烽火已遠，戰爭不再，兩岸詩朗誦與朗誦詩的後續發展容或
不盡相同，但「詩朗誦」卻都在告別了戰鬥任務的同時，不同程度地走向了「小規
模的集會」，或是僅限於「愛詩者」之間的朗誦活動。至於所朗誦者，已未必是具
有「群眾性」、「政治性」作用的「朗誦詩」，而是廣及於一般性的詩作了。只是，
如此發展的詩朗誦與朗誦詩，是否可視為純粹的文學回歸？還是隨著時代社會的多
元發展，又產生了不同面向的新變？箇中曲折，容或還有可資探討的空間。54 但它
一路走來的行跡，始終不斷地提醒著我們：「聲音」，以及因現代化民族戰爭而生
的「政治」性，是如何介入了新文學發展的進程之中，成為左右文學轉折的重要面
向。「聲音」與文學之現代性追求的互動關係，因此也值得持續關注。※
52　史綱：〈《高蘭朗誦詩》評〉，《新華日報》1943 年 4 月 5 日。
53　徐遲日後的文學理念又多有轉折，此處引文只代表他當時的意見。有關對於「詩朗誦」與「朗
誦詩」，以及在寫作及論詩之個人轉向問題的討論，可參見劉繼業：《新詩的大眾化和純詩化》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54　參見 John A. Crespi, “From Yundong to Huodong: The Value of Poetry Recitation in Postsocialist Chi-
na,” in Voices in Revolution: Poetry and the Auditory Imagination in Modern China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